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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化收益视角下教育培训

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效应

———基于苏州市农民工样本的实证研究

崔玉平　吴颖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教育培训不仅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如收入提升的货币收益，也带
来了诸如市民化水平提升的非货币化收益。本文基于苏州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工市民化

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教育培训通过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而创造非货币化收益的积极效应。研

究发现：一，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可以从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四个维

度来度量。二，目前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四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三，学校

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只有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

工，其市民化水平才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升。四，接受过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正效

应；培训次数对农民工市民化及各维度均有显著正效应，培训周期和培训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

政治参与程度）有显著正效应，且培训效果的正效应最强。

　　关键词：教育培训；农民工；市民化；非货币化收益

　 基金项目：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培训和市民化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行为影响的实证研
究”（１３ＪＪＤ１９０００３）。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一方面推动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另一方

面也阻碍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村人口（即“农民工”）转变成为真正的合格市民。一直以来，农民工

总体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持续增长，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
农民工总量为２８１７１万人，比上年增长１．５％，其中外出农民工达１６９３４万人，增长０．４％。着力解决农
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政府和有关决策部门的一项重要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工群体虽然在空间上由农村进入城市，在职业上由农业转入非农职业，而在

制度身份、行为特征、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上，他们仍然属于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两栖人”，并未真

正享受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那部分城市公共服务，也尚未具备城市合格公民素质。除此之外，当前我

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给予所有农民工市民身份和待遇；新型城镇化也不再单纯强调土地、户籍等制度

和技术层面的城镇化，而是更加关注人的城镇化。因为如果城市农民工缺乏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

资本及公民核心素养的培养和积累，将导致其观念和技能严重滞后于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便

４９



崔玉平等：非货币化收益视角下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效应———基于苏州市农民工样本的实证研究

他们获得了城镇户籍，也不是合格市民，反而有可能成为城市“贫民窟”一员。因而，如果我们能绕开户

籍制度障碍从其他方面破题，利用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使其拥有更多的资本积累，具备

合格城市人的素养，这将是一条行之有效的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途径。因此，验证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

民化水平的积极效应，分析教育培训为城市农民工带来非货币化收益的机理与途径，就显得十分有意

义。

二、文献回顾

教育经济学者起初更倾向于讨论教育的经济收益，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增加个人货币收入和促进

国家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投资可以带来可观的货币收益和可货币化收益，往往忽视了

非货币化收益。实质上，教育投资带来的非货币收益，不仅包括可以间接折算为货币价值的可货币化

收益，而且包括巨大的非货币化收益。当众多学者从科际整合的视角研究教育的非经济收益与社会价

值时，教育培训收益的研究范畴逐渐拓展到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上。在教育非货币收益得到认可的同

时，研究者们基于不同方面证明了教育间接收益的存在，例如，教育对 ＧＤＰ增长、社会发展、人口迁移、
科技创新以及自身地位提升等多方面的经济和非经济的效益（Ｊｏｈ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正因为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市场化层面的经济价值上，还体现在

非市场化层面，对受教育者自身、家庭成员、人际关系、文化传承乃至社会其他方面产生除经济价值以

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价值多半无法或难以直接用市场流通货币来衡量，因此，我们将其统称为“教

育的非货币收益（ｎ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 ＮＭＢｓ）”（Ｖｉｌａ，２０００）。究其研究起源，最先
为国外研究者们所重视，Ｈａｖｅｍａｎ＆Ｗｏｌｆｅ（１９８４）首次将教育的非市场效应（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ｆｆｅｃｔｓ）分离
出来，在考虑了价格指数及通货膨胀因素后，估计教育的市场收益和非市场收益大致相等，并得出了

“教育的市场收益实际仅占其全部收益的一半”的研究结论；ＭｃＭａｈｏｎ（１９８４）在对全美大学生进行调研
后，进一步论证了高等教育非货币收益的重要性，计算得出自由职业者的非货币收益率最高，达１９％，
管理人员、医生、律师的非货币收益率分别为１４％、１３％、１２％。后来，学者们纷纷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
了深入研究（Ｍｅｅｒ，Ｗｉｅｌｅｒｓ，１９９６；ＭｃＭａｈｏ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Ｖｉｌａ，２０００；Ｄｚｉｅｃｈｃｉａｒｚ－Ｄｕｄａ，Ｋｒóｌ，２０１３）。

教育的非货币收益概念及内涵被引入中国后，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在

理论研究方面，学界一致认为教育收益应该包括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其中，非货币收益又可进一步

细分为可间接货币化收益和非货币化收益两部分，并迫切呼吁对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进行深入研究

（李锋亮、雷虹，２００７；张秋山、付鸿彦，２０１１；许长青，２０１５；费文会，２０１６）。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曾
尝试从不同方面证明教育非货币化收益的存在，如崔玉平（２０１０）依据法院提供的犯罪人员统计数据，
通过实证分析教育对犯罪程度的负效应，证明了教育投资可以获得非货币化收益；李锋亮、李拉（２０１１）
通过对随自己子女迁移到北京居住的老年人进行调研，结果发现高等教育能够带来显著的非货币化收

益和家庭成员的溢出效益。

进一步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笔者发现国内学界关于教育收益问题的研究，以教育的货币收益研究

居多；研究对象大多数是全国居民、城镇居民或者农村人口，以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则相对较

少。这些研究中，有研究者测算了我国农民工的教育经济收益率，有研究者综合考虑教育和培训因素，

分析了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经济收益率并检验其各自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赵海，２０１３；崔玉平，吴颖，
２０１７），但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非货币化收益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仅有李丹丹（２０１７）的一项关于基于
２０１５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ＣＥＥＳ）数据研究，结果显示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幸福感具有较为
稳健的负效应。目前，在理论上，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教育培训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而对市民

化产生促进作用。这方面的研究都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探讨了人力资本要素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的影响，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王竹林，范维，２０１５），认为教育培
训（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和各种培训）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根本途径，必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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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是关于这一论断的经验实证研究还相当匮乏，若不能全面评估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非货币化收

益，必然会造成对农民工教育培训价值认识的偏差。

苏州市作为东部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其经济格局以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三足

鼎立为特点，常驻人口中有大量的外来农民工。本文选取苏州市农民工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在实地观

察和调查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影响的方向及程度，

尤其是考察了培训频次、时间长度以及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进一步区分了培训数量与质量的

影响差异，进而证明农民工教育培训投资非货币化收益的存在。

三、农民工市民化概念及其测量方法

（一）农民工市民化概念的界定

国外关于移民社会融合或移民同化（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的研究资料（Ａｌｂａ，Ｎｅｅ，１９９７；Ｆｒｉｅｄ
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Ｊｉｍéｎｅｚ，２００５；ＡｌｅｋｓｙｎｓｋａａｎｄＡｌｇａｎ，２０１０）较多，由于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不同，可以直接借
鉴用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尚不足，但是国内“农民工（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与国外
“移民（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有着相似的弱势地位，在适应与融合过程中面临许多类似的困难，因此，基于城乡
二元制度分割的特殊国情来研究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往往与社会融合相关。农民工市民化概念可

分别从狭义层面和广义层面来理解。狭义上是指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员由农民工身份

转变为城镇居民，同时与当地市民同等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公共服务并拥有相同社会权利的过

程。这些多与国家、政府在制度与技术层面的市民化过程相关。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指农民工身

份的城市化和职业的非农化，更是指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权利、价值观念、公民意

识以及文化心理等层面日渐趋同，进而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合格市民的过程。这些则是在制度与技术层

面的基础上，渗透了国家、政府在文化与社会网络等层面的市民化过程，这就与国外的“移民社会融合”

构念十分相似，可采用多维度（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评价（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在广义上
全面理解和把握农民工市民化概念，笔者赞同此观点，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有意愿并迁居城市的农

民工在城市社会环境中获得长期生存能力，同时享受与当地市民同等待遇与福利，逐步拥有城市市民

身份、城市行为活动、城市文明认同以及更高公民素质的进化过程。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测量与评价仍是当今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研究中的新课题，尽管国内已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定量研究，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或者存在指标体系构建过于单一，无法反映市

民化水平多向度特征，或者存在重叠、混淆各指标之间的层级或因果关系等问题。同时，在指标合成方

法上多局限于几何平均数法（刘传江，徐建玲，２００７；刘传江，程建林，２００８；徐建玲，２００８）、等权重法（王
桂新，沈建法等，２００８；张斐，２０１１；石智雷，高晴，２０１５）和层次分析法（刘传江，程建林等，２００９；赖作莲，
王建康等，２０１５），尚未检索到利用因子分析法开展的系统性研究。本文将从多学科、多视角出发进行
概念重构和假设检验，以苏州市农民工作为样本，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量表，测量当前农民工市民化

水平，探索影响因素，并据此证明教育培训的非货币化社会价值。这不仅为学科间深度对话提供了可

能，也有望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积极作用，以期为我国探索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教育培训途径提

供有益启示。

（二）农民工市民化量表的设计

刘传江和程建林（２００８）早期从外部制度、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个体三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似乎过
于宽泛，经过修正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应该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４个指标。徐
建玲（２００８）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两大方面进行设计，为从宏观上度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存在能力测量指标相对不足的缺陷。王桂新等人（２００８）使用综合指标法建立农民
工市民化测量指标体系，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５个维度，对中国
城市（以上海市为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进行的测量相对全面。随后也有研究者以此为基础，结合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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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研究需要，不断修正、改进，或是补充新指标，或是合并删减雷同指标开展研究。但大多数研究

者共同认可的指标一般均只涵盖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心理）层面。笔者认为，考察城市农民工市

民化水平，缺少政治层面的度量显然不完整，因此有必要增加“政治参与”指标，用于度量成为合格市民

所必备的公民素养程度；另外，考虑到文化（心理）层面与主观意愿往往关系密切，应该包含在市民化意

愿之中。简言之，本研究将从“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两个一级指标着手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评

价指标体系，其中，“市民化能力”包括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等３个二级指标。
因此，市民化水平可以从四个维度入手来测度，它们分别是：（１）市民化意愿，包括农民工对自身身份认
同、所在城市认同以及是否愿意成为城市人等；（２）经济生活条件，它是农民工迁居城市具有可持续生
存能力的首要基础条件，包括收入与消费水平、生活与住宿条件等方面的市民化物质保障；（３）社会关
系融合，它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更高层次要求，也是真正反映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核心指标，通过农民

工的社交对象和范围、是否受到当地市民的歧视以及遇到困难时知道向谁求助等方面反映农民工在城

市社会关系建立与积累方面的市民化水平；（４）政治参与程度，它是反映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公民素养
的重要指标，包括政治参与和权利维护意识、工会组织参与情况以及党团组织参与情况等。基于上述

四维度框架，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量表”，共２０道题（Ｓ３９～Ｓ５８），每题分别设有“完全不符合”“有
点儿不符合”“有点儿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五个备选项供调查对象选择，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

法，依次赋值为１分、２分、３分、４分、５分，对应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依次为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
高，得分越高表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越高。为测知被试者的填答效度，这里编制了两道反向题并于后

期统计分析时作反向计分。

（三）问卷预试与质量鉴定

在前文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农民工访谈结果，自编《苏州市农民工调查问卷》用于

获取数据信息，经专家效度审核后，随机抽取２００名苏州市城市农民工进行试测，目的在于对问卷中的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量表”作初期检验。

首先，计算量表中所有题项总分并按总分值进行降序排列，将排序位于前２７％与后２７％的样本分
类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对两组样本在所有题项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删去 Ｔ统计量的相伴概
率大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的项目。其次，计算每个题项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删去相关系数小于０．３
的题项。结果显示两道反向记分题项Ｓ５１和Ｓ５２未达标，故将其删除，共保留１８道题并重新编号（Ｑ３９
～Ｑ５６）。接下来，进行 ＫＭＯ与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结果显示 ＫＭＯ值为０．８０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的
χ２值为１１４７．５７０（自由度为１５３），相伴概率值ｐ＝０．０００１，达到０．０５的显著水平，表明因子分析适切性
良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基于此，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５个共同因子联合解释总方差的
６４．４３２％，表明量表效度达标。内部一致性系数检验结果显示，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８１１，各
因子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均在０．８００以上，表明量表信度甚佳。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结果

（一）样本描述

从２０１５年３月底开始至６月初结束，课题组开展了相关调研，涵盖整个苏州大市范围（苏州市、常
熟市、吴江市、张家港市、昆山市、太仓市），以城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取非随机抽样调查的判断抽样

法发放调查问卷９００份，回收８１２份，剔除８４份无效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７２８份，有效率为８０．８９％。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１。统计显示，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农民工所占的比例达到６１．７％，明显

多于女性农民工。在年龄构成上，绝大多数都处于２０～３９岁之间，反映中青年农民工是主力。来源地
上，来自江苏本省以及周边邻省的农民工多于其他省区，这种地缘上的密切关系有可能促进其市民化。

受教育程度上，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初中文化及以下程度（５８．６％），反映当前农民工整体学历层次低。
从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来看，他们当中以已婚人士为主，高达七成以上，且大多与配偶在同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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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这种家庭迁居的稳定与否需要考虑。观察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以劳务型所占比例最高

（３５．９％），其次是事务型（１９．８％）和商务型（１９．２％），最低的是管理型（１５．９％），可见当前农民工工
作仍以职业层次（或声望）较低的体力劳动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不利于市民化。在收入方面，

他们当前的月平均收入大多处在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之间。在进城工作时间上，６０％的农民工表示已超过５
年，显然与农民工进城的家庭化及常住化趋势有关，这将有利于他们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表１　农民工样本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项目 样本 比例 项目 样本 比例

性别

年龄

来源地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男 ４４９ ６１．７％
女 ２７９ ３８．３％

１６～１９岁 １１ １．５％
２０～２９岁 ２１０ ２８．８％
３０～３９岁 ２５９ ３５．６％
４０～４９岁 ２０５ ２８．２％
５０～５９岁 ２６ ３．６％
６０～６９岁 １０ １．４％
缺失值 ７ １．０％

江、浙、皖、鲁 ４２０ ５７．７％
其他省区 ３０５ ４１．９％
缺失值 ３ ０．４％

小学及以下 ８７ １２．０％
初中 ３３９ ４６．６％

高中（包括中专、技校） １７３ ２３．８％
大专 ９６ １３．２％

本科及以上 ２９ ４．０％
缺失值 ４ ０．５％
未婚 １４５ １９．９％
已婚 ５６３ ７７．３％
离婚 １３ １．８％
丧偶 ４ ０．５％
缺失值 ３ ０．４％

配偶所在地

职业类型

当前平均

月收入

进城工作时间

无配偶 １３６ １８．７％
老家 ６８ ９．３％
同城 ４９０ ６７．３％

别的城市 ２１ ２．９％
缺失值 １３ １．８％
管理型 １１６ １５．９％
事务型 １４４ １９．８％
商务型 １４０ １９．２％
劳务型 ２６１ ３５．９％
其他 ６１ ８．４％
缺失值 ６ ０．８％

２０００元以下 ４８ ６．６％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２５２ ３４．６％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 ２４９ ３４．２％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９０ １２．４％
５０００元以上 ８４ １１．５％
缺失值 ５ ０．７％
不满１年 ３７ ５．１％
１～３年 １７８ ２４．５％
３～５年 ７３ １０．０％
５年及以上 ４３７ ６０．０％
缺失值 ３ ０．４％

　　注：按照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层次和声望，可将农民工职业类型大致由高到低划分为管理型（如自主创业、自我雇佣、企业领班或助理

工作）、事务型（如在企事业中从事办公服务、公关、后勤服务工作）、商务型（如从事销售或推销工作）、劳务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

如邮政快递送货、家政、工厂一线生产、建筑装修等）以及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

　　（二）农民工市民化量表的检验
１．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大方差转轴法，以特征值大于１作为公因子保留的标准，取正式问卷的前３６４

份样本数据进行第一次探索性因子分析。ＫＭＯ与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显示，ＫＭＯ值为０．８５０，χ２值为
１９３４．３９４（自由度为１５３），相伴概率值为０．０００１，达到０．０５的显著水平，说明修订后的量表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采用相同方法经过三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删去因子载荷和共同度皆小于等于０．３的题项Ｑ４５，删去
在两个公因子上的因子载荷值相差小于０．２的题项Ｑ５１，最终保留１６道题，共提取４个公因子。鉴于４个
公因子与前文的四维度理论构念基本相符，因而根据各因子构念所包含的题项变量特征和含义，依次将其

命名为“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其中，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

别为３０．７８％、１３．０８％、１０．３１％、７．９８％，累积解释方差贡献率为６０．２２５％；总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等于
０．８６１，各因子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介于０．７５～０．８７之间，均表明结果理想（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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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民工市民化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摘要

因子 测量指标
平均值

ＭＥＡＮ±ＳＤ
因子载荷 ＡＶＥ ＣＲ

Ｆ１． 市民化意愿（初始特征值＝４．９３；方差贡献率＝３０．７８％；Ｃｒｏｎｂａｃｈа系数＝０．８７）
Ｑ５５．我希望自己能留在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 ３．６４±０．８９ ０．８２ ０．５５ ０．８８
Ｑ５４．我为在这座城市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３．４２±０．８９ ０．７９
Ｑ５３．我喜欢我工作所在的这座城市 ３．５０±０．８８ ０．７５
Ｑ５２．我希望取得城市户口，成为城里人 ３．４７±０．９０ ０．６８
Ｑ５６．我觉得自己也是这座城市的“市民” ３．２９±０．９８ ０．６６
Ｑ４３．我正在努力奋斗，希望在这座城市生活得更好 ３．４０±０．９３ ０．６３

Ｆ２． 经济生活条件（初始特征值＝２．０９；方差贡献率＝１３．０８％；Ｃｒｏｎｂａｃｈа系数＝０．８１）
Ｑ５０．我的工资收入能够让我在城市过上还不错的生活 ３．０４±０．９４ ０．７６ ０．６６ ０．８５
Ｑ４９．与在老家相比，我在这座城市的生活条件更好 ３．３０±０．９２ ０．８９
Ｑ４０．我现在有固定住所，且住宿条件不错 ３．５４±０．９１ ０．６７

Ｆ３． 社会关系融合（初始特征值＝１．６５；方差贡献率１０．３１％；Ｃｒｏｎｂａｃｈа系数＝０．８４）
Ｑ４４．我认识很多对我很好的本地人 ３．０６±０．９３ ０．７５ ０．５２ ０．８１
Ｑ４８．我来到这里工作后，没有受到本地人的歧视 ３．０２±０．９７ ０．８９
Ｑ４７．遇到困难时，我知道该找谁帮助我 ３．２６±０．９９ ０．６１
Ｑ４６．我有很多亲朋好友与我在同一座城市 ３．１９±０．９５ ０．６５

Ｆ４． 政治参与程度（初始特征值＝１．２８；方差贡献率７．９８％；Ｃｒｏｎｂａｃｈа系数＝０．７５）
Ｑ４１．我参与过工作单位的工会组织活动 ３．０１±０．９４ ０．７５ ０．５３ ０．７７
Ｑ４２．我参与过工作单位或社区的党团组织活动 ３．２８±０．８８ ０．７２
Ｑ３９．我希望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 ２．９１±０．９９ ０．６７

　　注：在正式问卷的因子分析中，依次删除了“Ｑ４５．我经常参加朋友、单位或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Ｑ５１．我觉得这个社会制度总体来

说还是公平的”两个题项。

　　２．验证性因子分析
前文经过若干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已初步建立良好的因子结构和建构效度，接下来使用 Ａ

ＭＯ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对后半部分样本数据（３６４份）作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验
证结果总结如下：

（１）适配度检验。适配度是指假设理论模型与实际调查数据的结构一致性程度。根据ＡＭＯＳ提供
的修正指标对原始测量模型进行修正，结果显示１６个测量指标中均没有负的误差变异量；因子载荷介
于０．６１～０．８９之间（≥０．５０）；也没有很大的标准误差存在，说明该测量模型的基本适配指标理想。除
此之外，结合表３的评价结果来看，除了 χ２值不达标，其他指标均达到良好，因此，整体上看适配性良
好（Ｒｉｇｄｏｎ，１９９５）。

（２）收敛效度检验。收敛效度是指具有相同潜在特质的测量指标归属于同一个因子，且测量指标
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一般而言，需要考察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应

大于０．５０；二是平均方差提取量（ＡＶＥ）应大于０．５０；三是组合信度系数（ＣＲ）应大于０．６０。表２结果
显示，所有测量变量的指标均达到最低标准，由此判断该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依据以上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可以断定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量表质量达标。

（三）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综合评分

计算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四个维度的各自平均分、整体平均分及其差异统计量，结果显示在表４中。
按照各维度得分平均值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市民化意愿（Ｍｅａｎ＝３．４７，市民化水平为６１．７５％）、

经济生活条件（Ｍｅａｎ＝３．４２，市民化水平为 ６０．５０％）、社会关系融合（Ｍｅａｎ＝３．１１，市民化水平为
５２．７５％）、政治参与程度（Ｍｅａｎ＝２．３７，市民化水平为３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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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测量模型修正前、后的整体适配指标值及其评价

整体适配指标
适配标准

良好 接受
模型修正前 模型修正后 评价结果

χ２ ｐ＞０．０５ － ２８４．７５４（ｐ＝０．００１
＜０．０５），ｄｆ＝９８

１０４．７５８（ｐ＝０．０４３
＜０．０５），ｄｆ＝９５ 拒绝

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７０～０．９０ ０．８７６ ０．９３０ 良好

Ａ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７０～０．９０ ０．８７７ ０．９１３ 良好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８ ０．０８～０．１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７４ 良好

ＣＦＩ ＞０．９０ ０．７０～０．９０ ０．９１４ ０．９６０ 良好

ＴＬＩ ＞０．９０ ０．７０～０．９０ ０．９２３ ０．９６９ 良好

χ２自由度比 ＜２．００或３．００ ＜５．００ ４．４３６ ２．９９７ 良好

　　注：χ２为卡方值，ＧＦＩ为拟合优度指数，ＡＧＦＩ为调整拟合优度指数，ＲＭＳＥＡ为近似误差均方根，ＣＦＩ为比较拟合指数，ＴＬＩ为非标准

拟合指数，χ２自由度比为卡方自由度比。

表４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得分统计结果

维度 个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全距 平均数 标准差 差异系数（％）

市民化意愿 ７２８ １．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４７ ０．７１ ２０．４６
经济生活条件 ７２８ １．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４２ １．０４ ３０．４１
社会关系融合 ７２８ １．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１１ ０．７７ ２４．７６
政治参与程度 ７２８ １．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２．３７ ０．６６ ２７．８５
整体市民化水平 ７２８ １．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１１ ０．５６ １８．０１

　　从整体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平均得分为３．１１，近似等于理论中值“３”，由此推断，目前农民工
市民化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假定城市居民的市民化水平是１００％，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换算成百
分比之后约等于５２．７５％，说明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已经达到“半”市民化及
以上的水平。

从差异系数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在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

四个维度上各自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生活条件的差异程度最大。市民化水平的总体差异小于各

维度上的差异。

（四）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影响

１．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借鉴已有文献，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关注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配偶所在地、教育

水平、收入水平、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在城市工作时间、培训等个人属性因素和个人行为因素。已有研

究结论是，男性、年龄层次较低、已婚、配偶在同城、教育水平较高、收入水平较高、城市工作时间较长、

职业层次和声望较高、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水平或程度更高。本研究基于教育和培训的非货

币化收益视角，检验教育和培训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即给农民工带来的非货币化收

益，重点不是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的所有影响因素。选择其他相关因素并纳入模型中，是为了增强对模

型的识别和稳健性检验，控制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更加可靠地检验教育和培训因素对市民化的效应。

除此之外，本文还认为来源地（是否为相邻省区）作为诸多宏观因素之一，亦可以纳入模型中。因此，根

据研究目的，本文以性别、年龄、来源地、婚姻状况、配偶所在地、月收入水平、职业类型、进城工作时间

等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受教育程度和培训作为解释变量、以“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

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四个维度以及整体市民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所构建的

理论模型预期性别、年龄、来源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配偶所在地、月收入水平、职业类型、进城工

作时间以及培训经历等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都有显著关联性，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培训经历对农

民工市民化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变量定义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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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变量描述与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市民化意愿 ６个测量题项得分的平均数 ３．４７ ０．７１
经济生活条件 ３个测量题项得分的平均数 ３．４２ １．０４
社会关系融合 ４个测量题项得分的平均数 ３．１１ ０．７７
政治参与程度 ３个测量题项得分的平均数 ２．３７ ０．６６
整体市民化水平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量表所有题项得分的平均数 ３．１１ ０．５６
自变量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２ ０．４８７
年龄 ３０岁及以上＝１；３０岁以下＝０ ０．６９ ０．４６１
来源地 相邻省区＝１；非相邻省区＝０ ０．５８ ０．４１９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包括中专、技校）＝３；
大专＝４；本科及以上＝５ ２．５０ ０．９９９

婚姻状况 已婚＝１；未婚＝０ ０．７８ ０．４１８
配偶所在地 同城＝１；其他＝０ ０．６８ ０．４６５
月收入水平 较好＝１；一般＝０ ０．６５ ０．４７８
职业类型 管理型＝１；事务型＝２；商务型＝３；劳务型＝４；其他＝５ ２．４１ １．３４０
进城工作时间 ５年及以上＝１；５年以下＝０ ０．６０ ０．４９０
是否接受过培训 是＝１；否＝０ ０．４２ ０．４９４

次数 较多＝１；较少＝０ ０．６０ ０．４９０
培训情况 周期 较长＝１；较短＝０ ０．４３ ０．８９３

效果 较好＝１；较差＝０ ０．５６ ０．４９７
　　注：根据研究需要，对原调查内容进行必要合并，然后依次赋值。具体调整合并如下：

①对于婚姻状况变量，将“已婚”赋值等于１；将“未婚”“离婚”以及“丧偶”等选项合并为“未婚”，统一赋值为０。

②对于配偶所在地变量，将“同城”赋值为１；将“无配偶”“在老家”以及“在别的城市”等选项合并为“其他”，统一赋值为０。

③对于月收入水平变量，将“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以及“５０００元以上”等选项合并为“较好”，统一赋值为１；将“２０００元以

下”和“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合并为“一般”，统一赋值为０。

④对培训次数变量，将“３～５次”“５～７次”以及“７次以上”等选项合并为“较多”，统一赋值为１；将“０次”和“１～２次”合并为“较少”，

统一赋值为０。

⑤对于培训周期变量，将“１周～１个月”“１个月～半年”以及“半年以上”等选项合并为“较长”，统一赋值为１；将 “从没有接受过教育

培训”和“１周以内”合并为“较短”，统一赋值为０。

⑥对于培训效果变量，将“有用但不明显”和“非常有用”合并为“较好”，统一赋值为１；其余选项（包括“从没有接受过教育培训”“没用，

且经常为我带来不便”“没用，且偶尔给我带来不便”以及“说不上来有用没用”）合并为“较差”，统一赋值为０。

　　２．回归分析结果
在经验观察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各维度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模

型，并基于ＯＬＳ估计自变量的参数值。考虑到使用截面数据较容易产生异方差（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现
象，而怀特检验（Ｗｈｉｔｅｔｅｓｔ）则可以检验任何形式的异方差，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各个估计方
程作怀特检验。结果显示，估计方程的ｐ值均小于０．０１，故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认为存在异方差。对
此，下文使用“ＯＬＳ＋稳健标准误”方法来处理异方差问题，以保证所有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的可靠性。

为检验教育和培训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这里构建两类回归模型。第一类模型自变量包含

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但不包含培训经历变量，目的在于初步分析教育程度和有

无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各维度的影响力；第二类模型自变量包含受教育程度和细分后的培训情

况变量（次数、周期、效果），但不包含 “是否接受过培训”这个哑变量，目的是进一步估计培训的频次、

时间长度及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各维度的影响。这里为了剥离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提高回归

模型的稳健性，故将性别、年龄、来源地、婚姻状况、配偶所在地、月收入水平、职业类型以及进城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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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纳入以上两类模型中，依次作１０次回归，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与部分影响因素的回归估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市民化意愿 经济生活条件 社会关系融合 政治参与程度 整体市民化水平

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４）模型（５）模型（６）模型（７）模型（８）模型（９）模型（１０）

性别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９）

０．１８６

（０．０５９）
０．１７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３）

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６）

来源地
０．１３３
（０．０６９）

０．１４１
（０．０７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９３）
０．２２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４

（０．０７５）

婚姻状况
０．１６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２
（０．１２６）

０．０７６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３）

配偶所在地
０．２０２

（０．０８７）
０．２３５

（０．０９３）
－０．１５９
（０．１２６）

－０．１５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４０
（０．０８７）

０．１７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７）

月收入水平
０．１９７

（０．０８２）
０．１９４

（０．０７９）
０．１２５

（０．０９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８

（０．０７４）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２）
０．３６３

（０．０６９）
０．３１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９７

（０．０８４）
０．１９１

（０．０８０）
职业类型（以“劳务型”为参照）

管理型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８

（０．０９２）
０．５０３

（０．１２３）
０．３７０

（０．１３３）
０．２８５

（０．０９６）
０．２３４

（０．１０３）
０．２５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１

（０．０９９）
０．２３９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７３）

事务型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８）

０．２０４

（０．１０１）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３）

０．２１１

（０．０７７）
０．２１０

（０．０８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４）
０．２８７

（０．０７７）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５）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６）

商务型
０．１１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９）

０．１４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７）

其他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０）

进城工作时间
０．１１４

（０．０７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３）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１）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１）
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初中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５５
（０．１１９）

－０．１３７
（０．１２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９）

高中
０．２７１

（０．１０１）
０．１９４

（０．１０８）
０．４８０

（０．１３５）
０．６７７

（０．１４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１８８）

０．２１１

（０．０７５）
０．１６８

（０．０７８）

大专
０．４１８

（０．１２５）
０．３３８

（０．１３２）
０．５９５

（０．１６７）
０．９４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２５）

０．１８８
（０．１３０）

０．３７６

（０．０９３）
０．３２５

（０．０９５）

本科及以上
０．５９７

（０．１８２）
０．６１４

（０．１８９）
０．８０９

（０．２４２）
１．１２５

（０．２５０）
０．１５３

（０．１９９）
０．２２２

（０．１９４）
０．２４１
（０．１８２）

０．２８８
（０．１８７）

０．４４７

（０．１３５）
０．４６０

（０．１３７）

是否接受过培训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９）
０．２１８

（０．０７８）
０．１９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５６

（０．０４４）

培训次数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１）
０．２８４

（０．０９１）
０．１８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３８

（０．０５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６６）

培训周期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９８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１５１

（０．０６４）

培训效果
０．１６２

（０．０６６）
０．３３１

（０．０８７）
０．２９９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１９８

（０．０８８）

截距项
２．８１７

（０．１２５）
２．８７９

（０．１３２）
２．６３４

（０．１６６）
２．７４３

（０．１７４）
２．９６５

（０．１３０）
３．００４

（０．１３５）
２．３９２

（０．１２５）
２．５３５

（０．１８３）
２．７４０

（０．０９３）
２．７８３

（０．０９５）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Ｒ２（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１ ０．２３３ ０．２４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５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６５
样本量 ６９６ ６７７ ６９６ ６７７ ６９６ ６７７ ６９６ ６７７ ６９６ ６７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１０个回归模型的 Ｒ２介于６．６％ ～２４．６％之间，通过 Ｆ（相伴概率值均小于
０．００１）检验，表明模型估计有效，不同模型的因变量确实会受到各自模型中所包含的若干自变量的影
响；线性模型的自变量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均小于 １０，容忍度
（ＴＯＬ）均大于０．１，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说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达标，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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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首先，观察第一类模型（１）（３）（５）（７）（９）的回归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其政
治参与程度方面的市民化水平无显著影响；在其他三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和整体市民化水平方面，与

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相比，初中教育程度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不显著，而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回

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尤其是本科及以上的回归系数明显增大，由此推断，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

水平比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低（只是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性），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民

工市民化水平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显著上升。哑变量“是否接受过培训”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通过显

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与没有接受培训的相比，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水平有显著提升；进一步

比较发现，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相比，其市民化水平在经济生活条件维度上得分

高出０．２１８、社会关系融合维度上得分高出０．１９６、市民化意愿维度上得分高出０．１１６、政治参与程度维
度上得分高出０．１１０、整体市民化水平得分高出０．１５６。

其次，第二类模型（２）（４）（６）（８）（１０）的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第
一类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对于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来说，除了政治参与

维度之外，其他维度及整体市民化水平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上升。观察细分后的培训情况变

量，由回归系数可知，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具有积极正向效应，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农

民工接受培训的次数较多、周期较长、效果较好将有助于提升自身市民化水平。

再次，具体分析第二类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有如下发现：就培训次数而言，与接受培训次数较少

的农民工相比，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农民工在整体及各维度市民化水平上都高于前者；其中，经济生活

条件维度的市民化水平高出０．２８４分，社会关系融合高出０．１８２分，整体市民化水平高出０．１５３分，高
出幅度相对较小的是政治参与程度（高出０．１３８）和市民化意愿（高出０．１３０）。就培训周期而言，除了
对政治参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提升无显著影响外，与接受培训周期较短的农民工相比，接受培训周期

较长的农民工在其他三个维度的市民化和整体市民化水平上都有显著提升；其中，社会关系融合维度

的市民化水平提升最大（高出０．１９８分），然后依次是整体市民化水平（高出０．１５１分）、经济生活条件
（高出０．１３５分）、市民化意愿（高出０．１００分）。就培训效果而言，除了对政治参与方面的市民化水平
无显著促进作用之外，与接受效果较差培训的农民工相比，接受效果较好培训的农民工在其他三个维

度的市民化和整体市民化水平上都有显著提升；其中，经济生活条件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提升最大（高出

０．３３１分），社会关系融合次之（高出０．２９９分），最后是整体市民化水平（高出０．１９８分）和市民化意愿
（高出０．１６２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培训次数、周期、效果三个变量上，一方面，只有培训次数对政治参
与程度方面的市民化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只有培训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不包括政治

参与程度）的正向效应最强。

此外，在上述两类模型中，月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尤其是管理型职业）以及进城工作时间等自变量

都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关联，说明在考察和检验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

时，切不可忽视这些关键性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依据上述统计和回归分析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编制的农民工市民化量表通过检验，可以运用此量表，从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

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四个维度来测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第二，苏州市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为５２．７５％，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该测量结果与多项研究结
论一致，都揭示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呈现向好趋势，基本体现“半”市民化状态的本质特征（徐建

玲，２００８；王桂新，沈建法等，２００８；沈映春，王泽强等，２０１３）；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总体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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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等偏下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任娟娟，２０１２；赖作莲，王建康等，２０１５）。究其原因，可能因研
究对象不同、评估指标不同所致，也可能与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不同有

关。另外，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在四个维度即四个分项水平上尚存在不均衡发展的情况。市民化意愿的

水平最高，可见当前农民工总体强烈认同并渴望“扎根城市”；经济生活条件上的市民化水平高于整体

水平，这与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的源动力非常契合，大部分农民工表示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

钱、改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上的市民化水平与总水平相同，但鉴于其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高层次

维度，仍需大力提升；值得关注的是，政治参与程度上的市民化水平最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十分吻合，

说明当前农民工基本上属于“政治边缘人”，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参与

政治活动的机会，提升其公民素养，仍将是城市有关各方必须重视的工作。

第三，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培训具有巨大的非货币化收

益和溢出效应。其中，正规学历教育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以及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

系融合等三个分项水平均具有显著正效应，只不过对政治参与程度上的市民化水平没有显著正效应，

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并没有显著促进农民工在政治参与程度方面的市民化。关于教育和公民政治参

与的关系，已有实证研究认为，学校教育和政治选举投票参与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郑磊，朱志勇，

２０１３）。接受过培训及多次接受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各维度均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与教育因素
的影响存在区别，可能更多培训将具有更强针对性，比如一些引导性培训就涉及思想政治方面的知识

以及公民参与方面的训练，因此，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在其政治参与程度上的市民化水平自然会有所

提升。

第四，具体来看，一方面，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发生正向影响受起点限制或门槛制约，只有受

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水平才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升。这一点相对于以

往研究有较大不同。多数研究笼统地认为教育水平积极正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王桂新，沈建法

等，２００８；任娟娟，２０１２；崔宁，２０１４），也有研究认为教育水平消极负向作用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赖作
莲，王建康等，２０１５），这些研究的不足在于忽视了不同层级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差异，其
实，每提升一个教育层次产生的影响与每增加一年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另一方面，良好的培

训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正效应最强（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这也符合经验逻辑，农民工自评培训效

果主要反映出他们对于培训有用性以及对城市生活和工作作用的感知。农民工培训次数较多，其市民

化水平及各维度上的市民化水平均会显著提升。这说明既要增加农民工培训数量，也要重视提升培训

质量。

（二）政策建议

目前农民工基本处于“半”市民化状态，整体呈现乐观趋势，这显然离不开教育培训的重要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了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进而证明教育培训具有

非货币化社会价值。为有效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非货币化收益的最大化，应

着重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大力扶持发展乡村正规学校教育，提高农民教育水平。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市民

化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民工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仅

具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为此，政府及社会各界需共同努力，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农村的正规学

校教育，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充分依靠正规教育促进未来进城务工农

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为他们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奠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教育程度

需要提升至高中以后，其市民化水平才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大幅度提升，这启示我们在大力普

及农村义务教育、实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必须努力扩大乡镇高中教育规模，尽快普及乡村高中教育。

另一方面，必须发挥城镇正规职业学校教育、技工学校教育、自学成才教育的作用，注重提高城镇农民

工的学历水平，发挥好教育的“信号”功能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他们或者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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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业农民，或者回乡创业，也有利于他们在城镇工作积累，完成市民化过程。特别是农民工流入地应

该设法集中或统筹教育资源，大力支持各类电大、夜校、技工学校、职业技术院校以及成人学校为广大

农民工群体提供正规职业技能教育，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补偿性教育，改善因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而致市

民化水平不高的现状。

第二，积极推进农民工培训，形成完整的教育培训系统。具体来说，（１）亟需深化农民工培训制度
改革，创新农民工培训体制机制，为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保障平台。

国家应该不断更新和完善农民工培训政策法规，将培训纳入法制轨道，进行制度创新（如，分类指导、分

层培训）；根据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设计相关培训计划，建立与之配套的培训准入机制、投入机制、保障机

制和评价体系等。（２）有必要整合政府、社区组织、用人单位以及培训机构等多方力量，为农民工提供
更多的培训机会，探索更新更高质量的“政府＋市场”培训模式。一方面，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采取
政府专项资金购买和项目资助方式，加大对农民工培训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结合农民工个体特性和

当地城市特色开展各种短／中／长期农民工培训班，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培训项目，有效避免外来农民
工“水土不服”问题，并增加培训频次、广度及深度。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让企业用人单位以及各

种培训机构彼此良性竞争，充分发挥教育培训资源的经济效益，让更多的培训主体依据农民工市民化

发展需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个性化培训，例如，可以尝试分阶段、分步骤、分层次在当地试点建设一批

示范性农民工培训指导中心，聘请行业专家尤其是创业精英、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等对农民工进行

创新创业知识、市场经济规则、职业技术与技能、文化知识等专业性技能培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职业生涯规划、法律权益、心理健康、思想道德、城市生活常识、交际与口才等通识性素养培训；也可以

探索“校企合作”模式或“政府购买”模式，聘请专兼职教师组成培训团队，为农民工群体开展更有针对

性的个性化技能培训。从根本上提升培训效果，提高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

城市工作和生活，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３）呼吁社会
各界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新媒体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宣传与指导，创新培训信

息服务体系，搭建农民工培训新平台，例如，推送免费的网络课堂、ＭＯＯＣｓ课程、微信公众号等，这样可
以不受时空限制，增加培训次数、延长培训周期、提升培训效果。（４）农民工自身必须自觉唤醒和自谋
发展。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工有着较为强烈的培训意愿，培训意愿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有显著促

进作用，因此，广大农民工群体理应珍惜培训机会，充分利用工闲时间参加多种培训，进而拓宽社会交

往网络，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存量，改变当前所处的劣势地位，这将有利于提高市民化水平特

别是社会关系融合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第三，融通学校教育和培训“双向通道”，继续推进、大胆创新学历证书和培训证书“双证书”制度。

调查结果证实了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促进作用，但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具有流动性大、意愿

多样等特点，城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构建一个“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农民工教育培训模式，

打破学校学历教育和培训之间的壁垒，引导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接受学历教育，帮助无法完成学历教育

的农民工获得培训认证。首先，各职业院校、社区学院、技工学校可从现有培训项目出发，对已在校接

受培训的农民工群体加以引导，将该群体顺势接收为学校学历教育的对象，同时认可相关培训课程体

系中的学分，从而打通培训向学校教育转变的“上升通道”；其次，城市政府应大力支持各地职业院校对

因各种原因中断或终止学业的农民工给予相应学业成就认可，从而为实现学校教育迫降为培训提供

“下行保障”；最后，许可农民工群体已修完的课程学分跨校、跨区域迁移，对于短期内无法继续修业的

学员，允许其在中断后规定期限内迁移至同类学校学习剩余课程以获得完整的学校学历教育，从而拓

展农民工教育迁移“平行通道”。当然，如何有效进行学分认证和学业成就评价仍有待探讨。

第四，通过城市流动人口积分落户管理办法，激励农民工持续接受教育培训，多渠道提升文化程度

和技术技能水平。例如，《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计分标准》规定，流动人口积分管理计分标准由基

础分、附加分、扣减分三部分组成，其中基础分指标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和居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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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内容，个人基本情况积分＝年龄＋文化程度得分＋职业技能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得分。通过
提升个人文化程度和技术技能分值权重，使那些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更加重视接受教育和培训。

毋庸讳言，通过实证分析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证明了农民工教育培训非货币化收

益的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层决策、顶层设计提供了事实依据。但是，必须认识到，仅仅依靠一方

力量（包括教育培训系统在内）不足以从根本上消除横亘在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的市民化障碍。另外，

关于“苏州市农民工在政治参与程度方面的市民化水平较低，且教育培训对其基本无显著影响”的结

论，同样值得持续关注和进一步验证。此外，由于调查样本限于苏州大市农民工，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

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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